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论丰子恺的音乐教育“童心说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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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嘉兴学院 师范学院，浙江 平湖 314200） 

【摘 要】：丰子恺的“童心说”是中国传统思想耦合现代西方艺术精神的产物，是李贽观点在现代社会的新阐

发、新发展。其核心是要以音乐来陶冶儿童天真烂漫的情感世界，养成健全完整的人格，造就真正意义上的“人”，

显现了一个深谙音乐艺术本质的现代艺术家的崇高美育情怀：无论是在初等学校的音乐教育实践，还是出版儿童音

乐读物和编写学校音乐教材，都重视儿童音乐教育的一贯思想。音乐教育的“童心说”，在我国清末民初的社会环

境下极富社会改造意义，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，并且对当代社会也产生了深刻影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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丰子恺博学多才、艺兼众美，不但在散文、漫画创作方面有着深厚的造诣，其在音乐领域的贡献也是毋庸置疑的。他在音

乐领域的成就与贡献概括起来包括两大方面：一是音乐教育方面，丰子恺不但在 20 世纪 30 年代前后亲历学校音乐教育实践，

其在实践基础上总结出来的普通学校音乐教育思想，更是指引了近代中国学校音乐教育的发展方向；二是对西方音乐理论的译

介，虽然音乐理论的译介谈不上原创的理论高度，但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，丰子恺的西方音乐理论译介不但丰富和繁荣了中

国社会的音乐生活，更重要的是大力推动了西乐东渐的历史进程，促进了中国社会音乐发展由传统向现代的转型。 

从 19世纪 20年代开始，丰子恺有近 20年的时间在从事学校音乐教学工作，任教的范围遍及初级中学、中等艺术师范以及

高等学校，尤其是在普通中学和艺术师范学校的音乐教学，是他一生音乐教育实践的最重要舞台。抗战结束后，丰子恺逐渐远

离了课堂和讲台，但他并没有忘却自己的音乐审美理想和抱负，而是在另一条战线——通过出版音乐著作的方式，继续实践他

的音乐审美理想。直至1949 年后，年过五十的丰子恺仍坚持自学俄文，译介俄文音乐著作和音乐教材，为新中国的社会音乐及

学校音乐教育发展孜孜不倦地工作着。 

19 世纪末20世纪初，学堂乐歌的引进拉开了我国近代学校音乐教育的大幕，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，在半个多世纪的岁

月里，我国学校音乐教育经历了传统音乐教育、学堂乐歌、西式音乐教育、黎锦晖歌舞音乐、抗战歌咏，以及以丰子恺为代表

的艺术审美教育，历史地看，藐视传统音乐教育者有之、改进学堂乐歌教育者有之、垢病西式音乐教育者有之、讨伐黎氏歌舞

音乐者更有之，但不可否认，丰子恺的审美音乐教育思想却较好地传承了下来，原因不外乎是丰子恺科学地认识到了普通学校

音乐教育的审美本质，丰子恺的音乐教育思想不但指引了 20 世纪 30 年代前后我国学校音乐教育的发展，同时，对当今“以审

美为核心”的学校音乐教育也不无指导意义和价值。“童心说”是丰子恺重要的思想理念之一，它不但贯穿了丰子恺国民音乐

教育实践的全过程，更指引了近代中国学校音乐教育发展进步的方向。 

一、丰子恺音乐教育“童心说”的内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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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927 年，丰子恺在译作《儿童的年龄性质与玩具》［1］之序言中直陈，成人世界，一切以大人为本位，普遍认为服从、遵照

大人的意愿，是懂事、明理的表现；反之，则是“小孩子”的行为，必然招致大人的教育、训斥。而这种儿童的教育方式在成

人世界看来却是天经地义的，是儿童走向成熟、发展成长的必然过程。然而丰子恺却不这么认为，他要以成人世界对待儿童的

惯常做法来警示人们，儿童的生活与情感世界不同于成人，却是最纯真的，以成人的标准和惯常做法来要求和规范儿童的行为，

必然会扭曲儿童的自然成长规律和生活状态。在丰子恺看来，这般儿童教育方式是有违儿童的天性的，儿童教育非但不应如此，

而是要充分顺应儿童的天性，保护儿童自然、本真、纯洁的心灵，使儿童不失本真之心、不失“童心”。他认为，保护和培养

儿童的“童心”，最适宜的途径就是宗教和艺术。客观地看，通过宗教来护养儿童的“童心”有其理想中积极的一面，但宗教

思想不免会对儿童的成长产生很多负面的影响，譬如宗教道义中“出世”的思想就是一个方面，对一个个体人来讲，“出世”

抑或“积极人世”的思想本无可厚非，但倘若作为对社会普遍行为的倡导，则未免有其消极的一面，这或许是丰子恺自己受宗

教的感化的结果，而艺术对孩子“童心”的护养确确实实有着积极的、重要的作用与价值。 

丰子恺作为一个有着丰富的音乐教育经验，又有着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，对 20 世纪 30 年代前后中国社会的现实有着切身

体会，虽然身处国弱民困的时代，但社会总要发展，儿童总要成长，因此，人的审美又怎能缺失？学校音乐教育又怎能缺位？

儿童天真活泼的性格、真挚美好的情感无疑更需要音乐的滋养，用音乐来培植“童心”，用音乐教育来提升民众的审美品位、

道德情操，进而改良社会风气，一直是丰子恺的美育理想和抱负，丰子恺认为：“艺术教育就是教人这种做人的态度的，就是

教人用像作画、看画的态度来对世界；换言之，就是教人绝缘的方法，就是教人学做小孩子。学做小孩子，就是培养小孩子的

这点童心，使长大以后永不泯灭。”[2]丰子恺是个十足的儿童崇拜者，竭力倡导“童心”，把儿童与日月星辰、与艺术置放在同

等重要的位置。他不但在散文、漫画创作中将儿童题材作为创作的中心，更倡导以音乐教育来培植儿童的童真世界、审美心灵。

丰子恺音乐“童心说”的核心，是要以音乐来陶冶儿童天真烂漫的情感世界，养成健全完整的人格，造就真正意义上的“人”，

显现了一个深谙音乐艺术本质的现代艺术家的崇高美育情怀。 

二、“童心说”的历史渊源 

中国历史上最早提出“童心说”的思想家是明代的李赞，理论上最有影响的也当属李贽的“童心说”，他对“童心说”有

一段经典的论述：“夫童心者，真心也；若以童心为不可，是以真心为不可也。夫童心者，绝假纯真，最初一念之本真也。若

夫失却童心，便失却真心，失却真心，便失却真人。人而非真，全不复有初矣。”[3] 

童心即真心，绝假纯真的自然人性，尤其在儿童身上表现得一览无余。李贽的“童心说”与丰子恺“童心说”有一致的地

方。随着近年来学术界对丰子恺“童心说”的关注升温，也有学者将丰子恺的“童心说”与李贽的“童心说”观点相比较，认

为丰子恺“童心说”的观点是受李赞思想的影响。事实上丰子恺“童心说”与李贽的观点有相一致的地方，但毕竟他们二人所

处的时代背景不同，“李贽要在明朝末年这个程朱理学和王氏心学占统治的年代，追求个性自由和思想解放，以童心说做某种

程度上的思想启蒙”[4]，李贽“童心说”是封建时代开启人们思想启蒙的钥匙，在中国历史上极富进步意义，其核心是由“童心”

出发，经过层层深人，直达对儒家传统礼教的批判和倡导人的真实情感的自由抒发。 

丰子恺自 1914 年人读浙江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时起，即师从李叔同开始接触西方音乐，特别是 1921 年在日本游学的经历，

使他进一步深人地接触、了解日本社会的音乐教育。自明治时期起，日本教育界深受赫尔巴特学派理论的影响，对西方音乐及

音乐教育精神呈现出顶礼膜拜的景象，认为音乐艺术“可以培养儿童关于美、国家及道德等多方面的兴趣”[5]，在日本社会浓厚

艺术气氛的感染下，丰子恺积极摄取西方音乐教育的理论精华，这也对丰子恺音乐“童心说”的理念形成产生了深刻影响。清

末民初国弱民困的中国社会，丰子恺的音乐“童心说”是要通过普及音乐艺术教育，传递美育精神，开启国民智慧，实现改造

国民性的理想。所以，与其说丰子恺继承了李赞“童心说”的观点，还不如说丰子恺的“童心说”是中国传统思想耦合现代西

方艺术精神的产物，是李贽观点在当代社会的新阐发、新发展。 

三、音乐教育“童心说”的实践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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丰子恺认为学习音乐的目的并不是单纯地“会唱会弹”几首曲子，而是通过学习音乐掌握一门技术的同时，使人人都具有

儿童般纯洁的心灵。由此可以看出，丰子恺的“童心说”强调的是发自心底的、真情流露的自然人性，而音乐又是抒发情感的，

二者就是最完美的结合，不能把音乐单纯地作为一种娱乐炫技的工具。丰子恺曾说：“大人们弄音乐，不过一时鉴赏音乐的美，

好像喝一杯美酒，以求一时的陶醉。儿童唱歌与成人不同，全心投人于其中，而终身服膺勿失。我想，安得无数优美健全的歌

曲，交付于无数素养丰足的音乐教师，使他传授给普天下无数天真烂漫的童男童女，假如能够这样，次代的世间一定比现在和

平幸福得多。”[6] 

20 世纪 20年代在春晖中学任教期间，丰子恺同时担任英语和艺术课程的教职，随着学校办学声誉的不断提升，学生数量逐

年增加，丰子恺把英语课程转交给其他老师任教，从而专事艺术科的教学，这些艺术科目中就包括钢琴、声乐、器乐和音乐理

论等。之所以更专注于艺术科目的教学实践，是因为他始终认为“艺术科是情底方面的东西，是心底的流露。”
[7]
而这种“真情

的流露”正迎合了他倡导的“童心说”的教育原则。 

1939 年 4 月，在结束了桂林师范学校的教职后，丰子恺转而投身到了浙江大学的审美教育实践之中，实现了学校音乐、艺

术审美教育从普通中小学向高等学校的延伸，但依然十分关注儿童们的音乐教育。1939 年 5 月，浙江大学师范学院转来民国教

育部关于中学课程设置安排的讨论稿，嘱咐丰子恺对艺术课程的设置提出意见和建议，他提出将初级中学的音乐课时由原来的 1

小时延长至 2小时，理由是：“音乐亲和力最大，最善于统制群众感情，团结民族精神。抗战建国之时，尤不可忽。”[8] 

丰子恺不仅在课堂上精心给学生授课，还安排“课外演讲会”，在春晖中学任教期间的“五夜讲话”即是丰子恺音乐艺术

课堂教学实践的有效延伸。通过“五夜讲话”向学生们介绍与此相关的音乐家和音乐作品，既给学生普及了音乐常识、开阔了

音乐视野，又使音乐课得到了扩展和加强；学生们非但没有感觉到枯燥乏味，反而因为这些素材就是自己身边的事物而倍感亲

切，既引发自身对音乐的兴趣，也唤起对大自然的共鸣，激发了内心由接近自然而产生的主观方面的“真”“善”“美”。 

从早期的上海专科师范学校（主要培养初等学堂的音乐教师），到后来的春晖中学与立达学园，丰子恺主要的教育对象都是

指向儿童音乐教育。1949 年后，虽然远离了音乐教育实践，然而他通过著书立说和翻译苏联音乐教育著作的途径，继续实践他

的儿童音乐教育理念，如他翻译了《幼儿园音乐教学法》（1954）、《幼儿园音乐教育》（1956）、《小学音乐教学法》（1956）等十

多本音乐参考书，还同杨民望一起编著《幼童唱游》（1951）、《小朋友唱歌》等儿童歌曲集，其宗旨和内容依然指向的是孩子们

的音乐、儿童审美能力的培养以及“童心”的培植。 

丰子恺非常重视音乐对人的情感陶冶和道德感化的作用，提倡从儿童时代开始注重培养音乐审美能力，的确能收到好的教

育功效。正是因为深刻地认识到音乐教育的美育本质，因此，他尤其关注儿童音乐美感的培养，注重音乐对于儿童娱乐、陶冶

情操和寓教于乐的效能。“儿童的本质是艺术的”[9]，无论是在初等学校的音乐教育实践，还是出版儿童音乐读物和编写学校音

乐教材，都贯穿了丰子恺重视儿童音乐教育的一贯思想。丰子恺音乐教育的“童心说”，在我国清末民初的社会环境下极富社

会改造意义，有着鲜明的时代特征，并且对当代社会也产生了深刻影响。 

四、结语 

儿童阶段是人生的萌芽时期，未受任何礼数和规矩的影响，充满了纯真的好奇心和创造力，好奇心是肥沃的土壤，它滋润

着创造力的生长，而创造力就是好奇心的果实。丰子恺在音乐教育中始终以“兴趣”与“好奇心”作为动力，以大众为服务对

象，将以“真、善、美”为核心贯穿于整个音乐教学与实践中，在“童心说”教育理念的引导下，提高了学生的兴趣，并以他

们为载体向大众传播音乐教育思想，全面提升全民的素质、审美能力，从艺术审美中得到更多的知识，培养高尚的人格修养和

情操。 

现今，经济的繁荣带动了人们精神文化生活水平的提升，音乐教育方面的重视程度、教育规模、师资水平等都得到了全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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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的提升。在当下全社会十分关注学校美育的时代背景下，音乐教育尤其承担着更为核心的责任，每一个孩子都或多或少地学

习声乐、舞蹈或者器乐等，市面上少儿艺术培训机构也开办得如火如荼，但作为音乐教育工作者在欣喜地看到这一现象的同时，

也不免担忧，因为大多数人只是生搬硬套地学会几首曲子而已。 

丰子恺说：“不识乐谱，不会弹琴唱歌，固然无从研究音乐；但倘然对于音乐的观念不明了，学习方法不当，即使熟识乐

谱，会唱歌弹琴，也绝不是真懂音乐。”[10]正因为没有真正地“懂音乐”，而音乐又是“表达抒发情感”的，所以心底里那份

应该“自然流露的感情”也就无从说起，也就没有了真正的音乐。音乐教育从某种角度来说，就是一种个性化的创造性教育，

特别强调的是个体的差异和充分发挥其自身的特点。因此，丰子恺的“童心说”要求成人保护每一个孩童的“自然真心”这颗

没有修饰的种子。“童心是教育的根，赋予教育生命和活力。 

重新认识被遮蔽的童心正是现代精神异化的药方，回归童心的教育也就是从教育的途径来引导人寻求精神的回归，在传递

人类文明、促进现代化知识技术发展的同时，也引导人回归本真、形成真纯的人格，这意味着教育要焕发童心原初的生命激情，

让儿童以及成人都拥有自己的精神家园。”[11]社会飞速发展，日新月异，人类被捆绑在时光的车轮上急速前进，无暇欣赏周边

的风景，只是无谓地跟着大多数人的脚步奔跑前进。丰子恺先生的“童心说”提出了以儿童为本位，用纯洁的童真唤醒成人内

心精神世界的回归，让飞速的车轮慢下来，让躁动的内心静下来。 

音乐以其艺术形象的直观性、鲜明性和富于表现力，不仅使儿童易于接受，更易引起幼儿情感上的共鸣，对提升儿童审美

能力有着学校教育中其他科目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，如何在顺应儿童的心理发展规律的前提下，让音乐艺术教育成为培植幼儿

美好心灵、养成健康高尚的音乐审美习性、促进儿童全面发展的有力载体，丰子恺的音乐“童心说”对于现今音乐教育有着极

其重要的价值和意义，无疑值得我们在基础音乐教育实践中加以借鉴和运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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